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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於 2001年引進確定給付和確定提撥企業年金法，這是否代表日本企
業年金體系呈現自由化的轉變呢？本文以比較資本主義觀點為基礎，指出日本

面臨經濟自由化與困境時，行動者受制於日本二重構造體系而採取雙元化策

略：一方面，維持一定比例的核心勞動者，讓他們享有 DB制企業年金，作為
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比較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提高非典型勞工的比例，以

增加彈性化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則是依賴 DC制企業年金和公共福利。因
此，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是逐漸呈現雙元化的趨勢，而非自由化。

關鍵字：自由化、雙元化、企業年金、日本、比較資本主義

壹、前言

199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經濟自由化以及人口結構轉變的壓力下，

西方福利國家在企業年金改革上，常常將確定給付制（defined-benefit,	DB）

轉變為確定提撥制（defined-contribution,	DC），或者引進DC制企業年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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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補充或是逐漸地替代既有的DB制企業年金，而大幅降低DB制的重要性。

如德國直接引進 DC制的企業年金制度（Rister年金），日本引進 DC制的企

業年金制度，瑞典的企業年金體系從 DB制轉為 DC制（如新 ITP-1、SAF-

LO），1英國的企業年金轉以 DC制為主，臺灣的勞退金新制也是以 DC制為

主（Bridgen	and	Meyer,	2011;	2014;	Ebbinghaus	and	Gronwald,	2011;	Hennessy,	

2014;	Lindquist	and	Wadensjö,	2011;	Rein	and	Turner,	2004;	葉崇揚，2016）。此

種從 DB制轉變為 DC制的制度轉型過程，被視為福利國家自由化的制度表

徵（Bridgen	and	Meyer,	2009;	Ebbinghaus,	2015;	Farnsworth,	2004;	Orenstein,	

2008;	Sass,	1997）。

此一制度轉型與表徵，所代表的是目前福利國家面對經濟自由化時如何

調適與重構的理論辯證。目前許多研究都指出在經濟自由化與人口結構轉變

的壓力下，福利國家制度將會逐漸地強化個人在福利供給與經濟安全的責

任，以降低社會支出並增加經濟體系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優勢，福利體系的

改革會呈現新自由主義式的調適路徑，特別是在英國與美國等自由主義式的

經濟體系（liberal	market	economies）（Lechevalier	ed.,	2014;	Mishra,	1999;	

Streeck,	2009）。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經濟自由化並不見得會讓福利國家

採取新自由主義式的制度調適，而是視福利國家的制度結構及其資本主義制

度結構的差異，有不同的制度回應方式（Hall	and	Soskice,	2001;	Swank,	2002;	

Thelen,	2014）。因此，非自由主義式的經濟體系（non-liberal	market	econo-

mies），為了保持其制度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s）基礎，會進行

微幅的制度調適，而非結構性的制度轉變。

在此理論辯證中，日本企業年金的制度變遷即是有趣的例子。第一，日

本往往被視作非自由式的經濟體系（Hall	and	Soskice,	2001;	Streeck,	2001），

但是也面臨經濟自由化的壓力（Lechevalier	ed.,	2014;	Song,	2014;	Yamada	and	

Hirano,	2012），因此，可以用來檢證非自由式的經濟體系是否會因為經濟自

1	 	新 ITP-1，是瑞典的確定提撥制企業年金制度，主要提供給 1979年之後出生的工作人口
群。SAF-LO，則是提供給藍領勞工的 DC 制企業年金體系（Lindquist	and	Wadensjö,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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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的壓力而呈現新自由主義式的制度性調適。其次，公共年金體系可能會

因為受益人口眾多而產生政策回饋效應（policy	feedback），造成公共年金體

系無法有效地改革（Myles	and	Pierson,	2001），但是企業年金體系不僅受益

人口相對較少，且多是由企業所提供，因而往往會很直接地受到經濟自由化

的影響。據此，可以讓研究著重於資本主義結構的差異如何影響國家在面臨

經濟自由化時進行何種制度調適。故企業年金比起公共年金而言，更適合用

來檢證經濟自由化對於福利國家的影響。

單從制度而言，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呈現新自由主義式的制度轉變與表

徵。受到經濟自由化、人口老化和 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的影響，日本於

2001年時針對企業年金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藉由「確定提撥年金法（確

定拠出年金法）」和「確定給付企業年金法」2的立法，取代過往以 DB制為主

的「適格退職年金」和「厚生年金基金」（Katsumata,	2004;	西成田豊，2009；

邱祈豪，2009）。許多企業為了刪減勞動成本以適應全球競爭市場，因而開始

引進 DC制的企業年金體系取代 DB制的適格退職年金和厚生年金基金。如

同自由化觀點所言，此種制度轉型與表徵，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式的制度性調

適，而這是否就代表著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呈現自由化的轉變呢？或者日本企

業年金體系依然維持其原本的制度邏輯呢？

本文從比較資本主義（comparative	capitalism）的觀點，分析日本資本主

義結構的制度邏輯，並透過歷史分析了解日本資本主義結構的制度邏輯如何

形塑行動者在企業年金政策上的制度偏好與利益。本文嘗試證明日本企業年

金體系的制度化是為了解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技術和資本形成的問

題，以協助經濟行動者之間建立長期穩定的互動關係。首先，日本企業結構

是以大企業為核心而形成的企業集團（稱為 keiretsu），同時藉由交叉持股及

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系（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使得企業可以不用

受制於股東追求短期利益的壓力，讓經濟行動者之間可以發展長期穩定的互

動關係。因此，DB制企業年金即可作為企業（內部）資本形成的政策工具

（可藉由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讓企業年金所累積的資本重新投資在

2	 	文章中，如中文與日文漢字類似的話，則不會附上日文原文。在此特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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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營運上），以降低對股票市場的依賴，而減少回應股東追求短期利益的

壓力。其次，日本技術形成體系是以企業為中心，在此種技術形成體系中，

最重要的即是長期穩定的勞雇關係。除了長期培養核心勞動者，使其具有以

企業為基礎的核心技術之外，同時也避免核心勞動者被其他企業所用。為了

建立長期穩定的勞雇關係，並讓勞工願意長期待在同一間企業中，必須依賴

「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和「企業福利」，作為勞工長期待在同一家企業

集團的制度誘因。在此一制度邏輯下，其勞動市場進而結晶化為二重構造

（にじゅうこうぞう）的型態（尾高煌之助，1984）：一方面，由企業所訓練

出來的核心勞動者，有著長期穩定的職涯以及優渥的企業福利；另一方面，

非核心勞動者則是呈現相對彈性化的職涯以及有限的企業福利。日本企業年

金體系即是建立在此一制度邏輯的基礎之上。

以比較資本主義觀點為基礎，本文認為日本面臨經濟自由化時，受制於

其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政治經濟行動者所採用的回應策略並非是新自由主義

式的自由化，而是採取雙元化策略（the	dualist	strategy）：一方面，維持一

定比例具有企業核心技術的核心勞動者，他們享有傳統日本雇用慣行規範，

並作為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比較競爭優勢的制度來源；另一方面，則是增

加非典型勞工的比例，但主要是依賴公共福利，且排除於日本傳統的雇用慣

行規範之外，以增加企業的彈性化，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日本 2001年的

企業年金改革及其制度變遷即是沿著此一雙元化策略所進行，進而形成雙元

化的結構。DB企業年金依然主要給予大企業的核心勞動者，DC企業年金

則是給予非典型核心勞動者及中小企業勞工。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將會針對既有的年金自由化觀點做一評述，

並說明為何年金自由化觀點無法解釋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變遷，從而以比較

資本主義的觀點切入解釋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變革。第三節，則是聚焦於日

本企業年金體系的制度邏輯與歷史源起，以了解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是如何鑲

嵌於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之中。第四節，分析面臨經濟與人口結構轉型時，日

本相關的經濟行動者的企業年金政策偏好及改革策略為何，並說明其是如何

受限於日本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遺緒，以呈現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制度變遷的

過程。最後，則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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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金自由化？—比較資本主義中的日本

從 1980年代開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西方福利國家紛紛進

行年金自由化的改革。因此，本節一開始將會回顧過去有關年金自由化的文

獻，說明年金自由化的定義，以及如何解釋年金自由化。同時，本節將會論

證為何年金自由化觀點無法解釋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制度變遷，而本文將會

提出另外一種理論觀點—比較資本主義觀點，作為分析與解釋日本企業年

金體系制度變遷的理論基礎。

一、自由化觀點：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年金自由化」

解釋年金自由化的觀點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上（Gilbert,	2002;	

Orenstein,	2008;	2013）。此觀點認為從 1980年代開始，當代福利國家面臨經

濟自由化和其他結構性壓力（如人口老化）時，必須進行結構化調整，包括

金融市場自由化、勞動市場自由化及刪減社會福利支出以減少勞動成本，進

而增強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Gilbert,	2002;	Lechevalier	ed.,	2014;	Oren-

stein,	2008;	Streeck,	2009）。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年金體系即成為福

利國家刪減及私有化（privatisation）的主要目標（Ebbinghaus,	2015;	Hyde	et	

al.,	2006;	Orenstein,	2008）。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席捲下，年金私有化主要包含兩個意涵。第一，將

特定的政府功能部分或是完全地從公部門移轉到私部門，以降低國家在年金

政策上的管理與財務的責任，同時提高企業與個人對於年金管理與財務的責

任（Ebbinghaus,	2015;	Gilbert,	2015;	Hyde	et	al.,	2006;	Rose,	1989）。委外（con-

tract-out）即常被應用為促進此種年金自由化的政策工具，如英國的 S2P（State	

Second	Pension）或是 SERPS（State	Earnings	Related	Pension	Schemes）可以

委外給企業年金或者是私人年金，日本的厚生年金部分基金可以委外給職業

部門的厚生年金基金（Rein	and	Turner,	2004）。

第二，國家在年金管理與財務責任的轉移，同時也意味著個人必須負擔

更多退休風險（Frericks,	2013;	Gilbert,	2002），如年金體系的財務責任從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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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付制（pay-as-you-go）的年金體系，部分或是完全地，轉變成個人的儲蓄

帳戶制度，亦即將 DB制改成 DC制（Orenstein,	2008）。此一建立在新自由

主義哲學基礎上的制度轉變所代表的意義有三層。第一，對於財務管理的責

任，國家開始退縮。透過 DC制的年金制度，國家開始將財務管理的責任移

轉到私部門。第二，財務準備制度邏輯的改變（從量出為入轉變為量入為

出），意即國家對於年金制度的財務責任開始退縮。第三，退休後的經濟安

全責任從社會集體轉移到個人。透過 DC制年金，國家不再作為所得重分配

與直接福利供給者的角色，而是強化福利國家作為強制性「存錢筒（piggy	

bank）」的角色，進而協助個人進行生命歷程的再分配（Barr,	2001）。

就實證分析而言，目前研究都指出在面臨經濟自由化以及人口老化的結

構轉變時，福利國家紛紛削減其福利支出並進行私有化的措施（Gilbert,	2002;	

Hyde	et	al.,	2006;	Orenstein,	2008;	Streeck,	2009）。如 Orenstein（2008）就指

出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下，西方福利國家與後進的亞洲、拉丁美洲及東

歐福利國家在 1990年代之後紛紛採取年金私有化的措施，以作為回應結構

轉變的手段。

根據自由化觀點，此一自由化是普遍的現象，因此即便是非自由式經濟

體系的日本也開始採取許多自由化的措施。在經濟全球化（自由化）的影響

下，為了促進經濟體系的彈性化以及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日本開始採取去管

制化措施，包括勞動市場（採用更多的非典型勞工、解雇的限制被放寬）與

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限制被放寬、企業越來越依賴股票市場）（Lechevalier	

ed.,	2014）。經濟體系的自由化，也帶動福利國家的自由化，如年金制度改革。	

日本在 1990年代之後年金支出上揚，造成公共年金保險費率大幅上升，而

過度上漲的非薪資勞動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為了壓抑年金支出與保費

上揚，日本在 2004年引進自動調整機制，將財務邏輯從以往的「量出為入」

轉變成為「量入為出」（Hinrichs	and	Kangas,	2003;	Yeh,	2014）；同時也在 2001

年引進 DC制企業年金，讓老年經濟安全從社會化的集體責任轉變成為個人

責任（西成田豊，2009；邱祈豪，2009）。這些年金體系自由化的制度表徵

所呈現的是年金制度邏輯的改變，不僅是財務邏輯，同時也意涵著過去被社

會化的退休經濟安全風險逐漸開始個人化（Hyde	et	al.,	2006）。因此，日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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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年金體系引進 DC制可以被視作制度的典範轉移。

然而，自由化觀點面臨兩個互相關連的問題。第一，當福利國家面臨結

構轉型的壓力時，不見得會形成趨同的效應，而是會依然維持其制度的多樣

性。因為結構轉型的壓力並不會直接對福利國家造成制度變遷的效果，而是

被福利國家既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以及行動者之間的（政治）互動過程

所形塑之後，才會形成制度改革。自由化觀點忽略了行動者的偏好是被制度

所形塑的，這也造成自由化觀點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自由化觀點背後隱含著企業年金（或更廣泛地說，社會政策）對

於經濟生產是制度性的負擔。因此當面臨經濟自由化與全球競爭時，會進一

步透過私有化削減福利和將退休風險個人化，以減少生產成本，強化國際競

爭力。但是，近來研究已經指出社會政策也是一種制度資源，可以被用來協

助經濟行動者解決在資本與技術形成過程中所面臨的經濟協調問題，進而強

化比較利益（Hall	and	Thelen,	2009;	Swenson,	2002）。在此種意涵中，企業年

金（社會政策）本身即是國際競爭優勢的制度基礎。

就此，本文嘗試以比較資本主義觀點重新分析與解釋日本企業年金體系

如何作為一種解決其資本主義結構中經濟協調問題的制度資源，以及其制度

發展與變遷。

二、比較資本主義—日本資本主義的制度邏輯

比較資本主義觀點認為先進國家的經濟體系可以區分為兩種，「自由式」

和「非自由式」（Hall	and	Soskice,	2001）。而不同的經濟體系結構是架構在多

重制度之間的互補，稱作制度親近性（institutional	affinities），因此分別形成

不同的制度協調機制（Ebbinghaus,	2006;	Hall	and	Thelen,	2009）。自由式經濟

體系的協調機制是架構在市場機制（market	coordination），而非自由式經濟體

系則是策略性協調機制（strategic	coordination）。根據不同的協調機制，在面

對經濟自由化時，不同的經濟體系為了維持其比較制度優勢，而有不同的制

度調整路徑（Beramendi	et	al.,	2015）。因此，自由式經濟體系，如美國和英

國，即會採取順應自由經濟邏輯的福利改革措施，如工作福利和 DC制的年

金制度；而非自由式經濟體系則是會呈現雙元化的趨勢，一方面，維持其競



35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爭優勢來源的核心勞動者的勞動結構和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去管

制化措施將自由化成本外部化給非核心勞動者（Palier	and	Thelen,	2010;	Thelen,	

2014）。

比較資本主義觀點有兩個理論特色。第一，以制度親近性解釋制度的穩

定性。這係指因為制度之間的互補關係，使得單一制度改變將會造成其他制

度連動式的改變，而造成高度的政治與經濟成本，因此行動者會傾向維持既

有的制度結構（Pierson,	2004）。第二，制度不僅是被視作對行動者的限制以

及懲罰，同時也是資源和機會結構。如行動者會透過特定的制度模式，解決

其經濟協調的問題，如技術形成（Busemeyer,	2015;	Thelen,	2004）。因此，為

了取得制度的資源和機會結構，行動者不僅會與其他行動者共同建構制度結

構以解決經濟協調問題，之後亦會持續性地利用並維持此一制度資源與機會

結構（Hall	and	Thelen,	2009）。

本文承襲比較資本主義觀點，認為經濟自由化並不會導致日本企業年金

體系朝向自由化的典範轉變，而是延續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中的二重構造而呈

現雙元化的趨勢。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中的二重構造是建立在四個制度領域的

制度互補基礎上（見圖 1）。第一，企業結構是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集團

（稱為 keiretsu），藉此建立長期且具有信任關係的生產網絡（Gerlach,	1992）。

第二，為了維持其長期穩定的生產網絡，必須依賴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

亦即所謂的主銀行體系（the	main	bank	system），以及交叉持股（cross-share-

holding）（Aoki,	1996）。企業集團內的交叉持股，不僅可以維持企業之間的長

期信任關係，也可以避免國外企業的惡意併購（Aoki,	1988;	Sheard,	1994）。

主銀行體系允許企業能夠透過銀行獲得資本，而非透過股票市場，如此一來

可以避免股東追求短期利潤的壓力，使企業能夠專心於長期穩定的持續性成

長；同時可以藉由主銀行作為主要監督企業治理的行動者並獲得企業內部訊

息，進而使得其他金融機構及企業能夠根據主銀行的決定，判斷是否融資給

企業，以減少交易成本並形成交叉持股的網絡（Aoki,	1988;	Gao,	2001;	Schaede,	

2008）。

第三，日本企業的技術形成體系是以企業為核心（firm-specific）（Aoki,	

1988;	Busemeyer,	2009;	Estévez-Abe,	2008;	Koike,	1996）。以企業為核心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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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本資本主義制度邏輯

術形成體系，必須建立在企業與勞工之間長期穩定的信任關係上，因為以企

業為核心的技術類型無法被其他企業所採用，故企業必須提供足夠的制度誘

因，亦即提供就業安全及所得安全，讓勞工願意長期地投入企業之中

（Estévez-Abe	et	al.,	2001）。因此，第四，為了鞏固其以企業為核心的技術形

成體系，日本企業建立了「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和「企業福利」等制

度作為制度資源（誘因），解決企業與勞工在以企業為核心的技術形成體系

中的問題3（Aoki,	1988;	Estévez-Abe	et	al.,	2001;	Keizer,	2010;	Koike,	1996）。

3	 	技術形成過程中，最常面臨的問題即是勞工與企業之間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
（Estévez-Abe	et	al.,	2001），這主要起因於技術的可攜性（portability）。勞工通常比較願意投
資在可攜性高的技術類型，因為一旦面臨失業的風險，如關廠或被資遣，那麼勞工依然可以

較為容易地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工作。但是，如技術類型是可攜性低的類型，僅能適用特定產

業或甚至是企業時，就不能容易找到工作，因此勞工通常不願意投資可攜性低的技術類型。

於是，企業或國家能否提供穩定的就業保障、失業保障和所得保障就成為一種制度性誘因，

鼓勵勞工投資在可攜性低的技術類型（Busemeyer,	2009;	Estévez-Abe	et	al.,	2001）。此外，另
外一個常被提及的問題即是搭便車（free	rider）或是集體行動的問題（Thelen,	2004）。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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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B制的企業年金制度可以作為（內部）資本形成的工具，透過企業

與金融機構（銀行和壽險企業）的融資關係與交叉持股，可以讓 DB制的企

業年金所累積的基金重新投資於企業（Aoki,	1988;	Estévez-Abe,	2001;	2008）。

在此一資本主義結構中，將會導致勞動市場二重構造的形成。一方面，

核心勞動者不僅擁有企業的核心技術，同時享有穩定的勞雇關係和優渥的企

業福利，並且形成所謂的企業工會（企業別組合）的勞資協商體系；另一方

面，非核心及中小企業的勞工，則是被排除於穩定的勞雇關係之外，且無法

獲得適足的企業福利，而必須依賴公共福利（Conrad,	2012;	Song,	2014;	安周

永，2013；尾高煌之助，1984）。此一勞動市場的二重構造，不僅造成核心與

非核心勞動者在勞動條件上的二元化，同時也形塑了核心與非核心勞動者的

政策偏好，並限制了未來的改革策略（Emmenegger,	2014;	Lindvall	and	Rueda,	

2014;	Nijhuis,	2013;	Rueda,	2007）。對於非核心勞動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擴張

公共福利；然而，對於核心勞動者而言，最重要的偏好是維持既有的體制以

及就業安全，但他們不願意擴張公共福利，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與非核心

勞動者進行風險重分配（Nijhuis,	2013;	Rueda,	2007;	Song,	2014）。

此二重結構在高速增長時期中，並不會面臨嚴峻的挑戰。但是 1980年

代之後，日本不僅開始面臨經濟停滯以及全球市場的競爭，同時也面臨人口

老化的挑戰，使得日本資本主義必須進行結構改革（Gao,	2001;	Lechevalier	

ed.,	2014）。受限於其資本主義的二重構造，日本的改革路徑並非是新自由

主義式的自由化路徑，而是採取雙元化策略，以避免全面性的結構改革造成

社會抗爭（特別是來自於核心勞動者的抗爭）（Song,	2014;	安周永，2013），

與瓦解日本資本主義的比較競爭優勢。此一雙元化策略，一方面，維持一定

比例具有企業核心技術的核心勞動者，他們享有傳統日本雇用慣行規範，並

作為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比較競爭優勢的制度來源；另一方面，則是增加

非典型勞工的比例，但主要是依賴公共福利，且排除於日本傳統的雇用慣行

	 	指某些企業可能會透過獵人頭的方式，獲取其他企業的技術人才以及企業的核心技術，但
卻不用承擔技術形成的成本。因此，許多國家可能透過企業組織作為規範企業互相挖角的

機制，如日本和德國（Thel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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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外，以增加日本企業的彈性化，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日本 2001年

的企業年金改革及其制度變遷即是沿著此一雙元化策略所進行，進而形成雙

元化的結構。DB制企業年金依然主要給予大企業的核心勞動者，而 DC制

企業年金則是給予非典型核心勞動者及中小企業勞工。

為了說明此一以制度互補為理論基礎的雙元化論點，本文個案研究設計

採取 Blatter	and	Haverland（2012）所稱的「因果過程追蹤（causal-process	

tracing）」，其目的在於針對特定現象（被解釋變項），以歷史過程追蹤分析

的方式，說明多個解釋變項之間的互動最終如何導致特定現象（被解釋變

項）。因此，重要的並非是（解釋）變項與（被解釋）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而是其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Beach	and	Pedersen,	2013）。因此，在

第三節與第四節，本文將會分別著重於日本企業年金的制度源起及制度變

遷，並收集歷史文獻資料，包括政府文件與統計、企業組織和工會的歷史文

件及二手文獻，作為佐證。

參、技術形成與資本形成： 
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制度源起

本節首先著重於說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以及行動者為何與如何

引進企業年金和其他雇用慣行制度，以解決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資本主義發展

資本與技術形成問題。其次，將會概述戰後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發展，並了解

戰後日本如何將企業年金體系作為促進經濟協調機制的制度資源。最後，則

是說明此一制度體系所結構化的制度遺緒及對後來企業年金改革的影響。

一、源起：解決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協調問題

19世紀後半，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即已逐漸建立（山崎清，1988；西成田

豊，2009）。當時明治政府在明治維新之後，希望解體幕府的封建制度，因此

允許並鼓勵勞動市場的流動，然而卻造成勞工在不同地區之間過度地流動，

使得企業無法培養技術勞工（Levine	and	Kawada,	1980;	Thelen,	2004）。明治

維新政府為了其「富國強兵」的政策目標，降低勞工流動率以培養技術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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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顯得特別重要（Gordon,	1985;	森田慎二郎，2004）。

因為日本是後進工業國家，因此一開始新興企業無法扮演經濟協調者的

角色（Matsuyama,	1997），而是由國家扮演「模範角色（role	model）」，透過

國營企業4引進退職金，同時也包括其他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希望能夠吸引

勞工長期穩定地待在同一家企業，以培養技術勞工（Gordon,	1985;	Manow,	

2001;	西成田豊，2009）。首先，官營鐵道引進定雇制，且契約結束時，即會

發予「滿期獎金（滿期賞与）」，亦即退職金的原型。之後，也引進了等級職

工制，也就是年功制的原型（西成田豊，2009）。5

引進退職金和年功制度，主要的目的是確保技術勞工的養成（Gordon,	

1985;	犬飼久美，2012；西成田豊，2009），而這些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也擴散

到私人企業，特別是財閥（zaibatsu），6都紛紛引進不同的退職金和年功制

度。其中，1905年時，鍾淵紡績株式會社所引進的退職金制度，是日本民

營企業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企業年金體系（Katsumata,	2004）。1920年代

之後，包括退職金在內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迅速擴張，且也大幅降低勞工的

流動性（Nishiguchi,	1994:	24–25），因為這些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抵銷了勞工

不願意將個人終身投資在特定公司的風險（Thelen,	2004:	164）。換句話說，

這些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可說是用來解決日本企業與勞工在技術形成上的經濟

協調問題。因此，退職金和其他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即是一種制度資源，用以

促進市場效率（Manow,	2001）。

而在 1930年代，更是大幅擴張，特別是在 1936年時通過「退職基金與

退職津貼法（退職積立金及退職手当法）」。退職金制度基本上是帳面儲備

（book	reserve）的退休金制度，提供一次給付的退職金給勞工，不論是因為

退休或是其他因素。因此，實際上，退職金不僅是退休金，同時也隱含著失

業給付和職災補償等社會性功能（森田慎二郎，2004）。「退職基金與退職津

4	 	主要包括官營鐵道企業、海軍工廠和三菱長崎造船所。
5	 	之後海軍工廠更進一步設立「海軍定期職工條例」，規定就業年齡年滿 55歲之後，即可領
到一筆退職金，稱為「滿期賜金」；而三菱長崎造船所則是設有「職工救護法」，規定定年

的年齡、「退職金（退隐手当）」和「勤續獎勵策」（西成田豊，2009）。
6	 	如日本鐵道株式會社、山陽鐵道株式會社、鍾淵紡績株式會社和津島紡績株式會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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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法」於 1936年通過，即是因為當時面臨經濟大蕭條，勞工承擔了高失業

風險，因此更加偏好退職金及穩定的雇用體系（Gordon,	1985）。不過，「退

職基金與退職津貼法」已在 1942年被併入「勞動者年金保險法（労働者年

金保険法）」7之中。

簡單地說，日本企業年金體系（退職金）的興起，並非是建立在保障勞

工老年經濟安全的基本目標之上，而是用來解決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上

（技術形成）的經濟協調問題。因此，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從戰前就已鑲嵌於

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中，而戰後更是進一步強化了此一制度互補性。

二、制度化：戰後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發展（1945~1990）

戰後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歷史發展是鑲嵌於其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之中。

日本企業年金體系並非只是勞工爭取來解決個人退休後經濟安全問題的政策

工具，行動者更以此來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中的經濟協調問題，包括資本

與技術形成。戰後，日本企業年金體系主要包括三類，分別是退職金、適格

年金和厚生年金基金。本部分將會說明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是如何被行動者當

作一種用來促進資本形成與技術形成的制度資源。

㈠退職金
戰後退職金是建立在勞動契約的基礎上。二次戰後，連合軍總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GHQ）認為財閥是二戰的根源之一，因此開始實施經

濟自由化和民主化以瓦解財閥（新川敏光，2005）。其中一項政策即是鼓勵勞

工運動以促進經濟民主化。因此勞工和左翼力量被強化之後，即實行「生產

控制（production	control）」，進而佔領工廠（Tsutsui,	1998;	久米郁男，2005）。

當時由於戰敗的日本政府並無足夠的力量，再加上 GHQ背後的鼓勵，使得

日本政府無法抑制生產控制運動，也無法解決戰後的勞動問題。

在此一背景下，企業為了奪回企業管理的自主性和穩定資本主義經濟結

構，開始跟勞工進行協商（Gordon,	1985;	1998;	Tsutsui,	1998）。日本電產工會

7	 	1944年時，改名為厚生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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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気産業勞働組合）與資方協商時，除了提出新的賃金綱領之外，8同時也

提出將退職金納入勞動契約當中（Gordon,	1985;	山崎清，1988；西成田豊，

2009）。為了取回經營管理權及維持日本雇用慣行制度，並藉此建立合作式的

勞資關係及維持生產策略的比較制度利益，資方接受了勞方的條件（Crump,	

2003;	Tsutsui,	1998;	山崎清，1988）。9之後，電產工會與資方協商的勞動契

約，也逐漸地擴散到其他產業與企業。表1顯示，二次戰前至1956年之間，

引進退職金制度的企業中，10超過三成是在 1945～1950年引進退職金，而

超過四成的比例是在 1950年之後才引進退職金制度。戰後退職金的發展，

對於資方而言，不僅是用來鼓勵勞工能夠長期持續地待在同一家企業，同時

也能持續地培養以企業為基礎的技術，強化日本資本主義的比較制度利益；

對於勞方而言，戰後納入勞動契約的退職金，是勞工爭取而來的社會權利和

勞動條件（Gordon,	1985;	山崎清，1988；西成田豊，2009）。

1950年代時退職金進一步擴張（表 1），主要是因為韓戰以及開始發展資

本密集的石化與重工業，使得資方開始希望能夠藉由退職金的稅制改革促進

資本運用並降低勞動成本。首先，由於戰後受限於 GHQ的保守財政政策，

日本政府積極鼓勵企業開辦企業福利給予勞工（Gao,	2001;	Park,	2011）。因

此，對於資方當時提出退職金應享有稅收減免等要求，日本政府幾乎全盤接

受。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希望藉此鼓勵企業實施企業福利及其他的雇用慣

行制度，以強化「全面就業（total	employment）」策略，11進而鞏固長期穩

8		 	亦即「生活給」，意指除了根據生活水準所訂定的基本最低薪資之外，同時也必須附加根
據個人能力、年資和成就所訂定的薪資，並且必須反映物價的上漲。此一生活給主要的作

用在於使勞工能夠獲得足夠的薪資以確保其家庭生活無虞（Gordon,	1985）。
9		 	就退職金的制度設計上，日經連（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認為退職金的給付資格應該要有
至少 30年的工作年資（山崎清，1988）。

10		 	根據日本統計資料顯示，在 1941年時，總共有 89,345家企業（内閣統計局編，1941）。
不過之後日本相關統計資料因為戰爭的關係並沒有持續，因此無法得知在 1940年代之間
的企業總數。不過在 1951年時，企業總數高達 3,222,792家（総務庁統計局編，1952）。

11		 	不同於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全面就業」策略係指只要有意願進入勞動市場的人
口，政府都有責任賦予其長期穩定的就業（野村正實，1998）。透過此一「全面就業」策
略，日本政府可以有效地穩定勞動市場狀況，以維持其執政的合法性，但是同時卻需要企

業負擔龐大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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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本企業引進退職金的年度（產業類別與企業規模）

總計 二戰前 1945–50 1951–52 1953–54
1955–56

(September)

產業類別總計 22,839 21.1% 34.5% 17.2% 14.8% 11.3%

產業類別

礦業 711 36.6% 29.7% 17.2% 8.2% 8.4%

製造業 11,395 8.3% 39.9% 19.2% 17.5% 13.7%

零售業 3,154 10.5% 40.1% 16.8% 17.9% 12.7%

金融、保險和地產業 3,399 52.9% 20.0% 14.2% 7.8% 4.2%

交通、通訊和非營利 3,100 40.4% 26.7% 13.3% 10.9% 9.2%

營造業 1,080 21.2% 36.7% 15.5% 13.3% 11.1%

企業規模

500人以上 1,353 31.5% 38.9% 12.7% 6.4% 10.0%

100–499人 6,353 23.3% 36.7% 16.4% 13.6% 9.0%

30–99人 14,053 19.1% 33.1% 17.9% 16.1% 12.4%

資料來源：山崎清，1988:	46。

定的勞雇關係（Gao,	2001;	野村正實，1998）。對資方而言，這可有效地降

低勞動流動率，並促進和鞏固以企業為基礎的技術形成體系；對勞方而言，

這提供長期穩定的就業安全感；對政府而言，這替代了公共福利的效果以減

少政府財政負擔，同時也能夠維持其政治合法性與爭取選票（Estévez-Abe,	

2008;	Gao,	2001;	野村正實，1998）。

因此，國家透過不同的措施鼓勵企業擴張其退職金。1951年的稅制改革，	

國家就允許將退職金當作退休所得而分離課稅。1952年的稅制改革，則是進

一步允許企業的退職金支出可享有稅收減免，同時也允許企業建立內部儲備

基金，作為退職金的財務基礎。更為重要的是 1954年的改革，資方要求政

府允許企業建立年資相關的所得稅減免，以便讓企業能夠提供更高的退職金

給付予長期穩定待在企業內的勞工；同時鼓勵為勞工建立儲蓄帳戶，並且企

業可藉此運用其累積的資本（西成田豊，2009）。背後的原因主要是資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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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夠藉此穩定其雇用慣行制度，同時促進資本的累積與活用，以發展資本

密集的石化與重工業（Estévez-Abe,	2008;	Gao,	2001）。從表 1可知 1950年

代之後，超過四成的企業建立了退職金制度。

㈡適格年金
雖然日本政府採取許多稅收減免的措施以促進退職金制度，但是資方認

為並不足夠，主要是因為稅收減免的措施僅能夠適用於年資超過 20年的勞工

的退職金，使得許多退職金的基金都無法享有稅收減免。因此，日經連（日

本経営者団体連盟，簡稱「日経連（Nikkeiren）」）即於 1956年時要求針對

企業年金實施更多的稅收減免措施；而 1957年時，日經連、信託和壽險公

司（年金基金的儲備與營運的受託單位），認為政府應該協助企業建立企業

年金體系以促進長期穩定的勞資關係，並且促進長期穩定的資本形成以作為

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1958），於是提出三項要求：

（1）引進適格年金（tax-qualified	pension）；（2）退休儲備基金應該被視作企業成

本並享有稅收減免優惠；（3）年金基金的營收應該是不可課稅的（西成田豊，

2009:	303）。

不過，大藏省12一開始卻認為企業年金的稅收減免措施只有利於大企

業，故對此提議相當消極（邱祈豪，2009:	152）。但是，1961年時，壽險和

信託公司認為通過適格年金將有助於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因此進一步與日

經連同時要求政府通過企業年金的稅收減免措施。其中，日經連更進一步要

求內部及外部的退休儲備基金都應該被視作企業支出，而且應該是不用課稅

的（西成田豊，2009:	303–304）。基本上，大藏省同意接受此一要求，主要原

因是在財稅政策被嚴重限縮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希望能夠透過擴張性貨幣政

策促進經濟成長，讓企業能夠「持續性成長（continuous	growth）」以維持其

就業慣行制度（Gao,	2001;	Schaede,	2008）。大藏省認為促進金融產業的成長，	

並透過交叉持股及主銀行體系，使企業能夠獲得穩定的資本，將有助於企業

與金融機構建立起長期穩定的信任關係，同時也能夠維持其持續性成長。

12		日本大藏省即為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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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1962年時，日本政府修訂稅法，引進「適格年金」。適格年金

基本上就是符合稅收減免政策的退職金，故也被稱作適格退職年金（山崎

清，1988）。適格年金允許企業建立由金融機構（壽險公司或是信託銀行）所

操作的企業年金基金，而且保費及基金營運的資本利得都享有稅收優惠，因

此，適格年金主要是由大藏省所規範與管制。不過，引進適格年金的最低受

雇者人數為 15人，故適格年金多被中小企業作為企業年金體系。

㈢厚生年金基金
1954年，為了因應戰後的通貨膨脹，而將公共年金體系的厚生年金保險

的給付大幅提升。基本上，戰後日經連認為退職金的本質是為了獎勵長期持

續待在同一間企業的勞工，因此不僅是勞動管理的一環，同時也是具有恩給

性質的所得保障（山崎清，1988）。在戰後公共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備的情況

下，退職金本身就具有補足社會保障的功能，因此當 1954年厚生年金保險改

革之際，日經連即認為提高厚生年金保險給付將會造成保費上漲，故而反對

厚生年金保險改革，同時指出應該考慮公共年金體系與退職金之間是否有所

調整，以及資本積累和社會保障之間的關係（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1958）。

不過，1954年厚生年金保險修正依然順利通過，而在 1960年面臨第一次的

財政再計算期時，13日經連更進一步指出目前企業的退職金與厚生年金存在

著競合的關係（山崎清，1988:	150）。

因此，之後日經連以及信託協會、生命保險協會、大藏省、勞動省等官

民合作的研究會提出了退職金和厚生年金制度調整的研究報告，基本要點即

是希望能夠促進厚生年金體系的改革，同時讓退職金制度與厚生年金保險兩

者之間的關係能夠合理化，成為一公私互補的退休安全保障體系，因此強調

設立一調整年金制度（山崎清，1988）。

在此一基礎上，勞工團體卻有不同的意見。一方面，代表大多數勞工（特

別是非核心勞動者）的左翼勞工團體（如中立勞連、全勞、總同盟、新產別）

13		 	在 1954年厚生年金保險修正時，同時規定未來每五年將會重新精算厚生年金保險的財務
狀況。事實上，之後國民年金保險亦有相關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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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是反對此一建議，認為厚生年金保險是社會保障的一環，但是退職金本

身具有延遲薪資的性質，因此不應該將其合併（山崎清，1988）。另一方面，

国際金属労働組合連盟日本協議会（主要是金屬產業和機械產業中的大型企

業工會所組成，架構在日本傳統的企業工會（企業別組合）之中）則是相對

強調公私年金混合體系如何能夠促進日本雇用慣行制度以及退休所得安全體

系的完整性（邱祈豪，2009），因為對於企業工會的核心勞動者而言，就業

安全是相對較為重要的（Song,	2014）。在此，可以看見日本勞動市場二重構

造所形成的勞動分化。

在勞資雙方的意見呈現對立的情況下，日本於 1963年成立了社會保險

審議會。會議中，勞資雙方並沒有太多共識（西成田豊，2009）。為了解決此

一困境，國家採取了妥協的態度，針對企業所提出的厚生年金基金計畫增加

一些條件，包括像是必須取得勞工的同意，以及厚生年金基金的給付至少要

超過厚生年金保險給付的 1.3倍，而且基金管理必須透過壽險公司或是信託

銀行，也就是外部儲備（Campbell,	1992）。1965年時，通過厚生年金保險修

正，引進厚生年金基金。

厚生年金基金，又稱調整年金，因為主要的目的是調整企業在退職金和

厚生年金保險的成本，於 1966年正式實施，實施對象主要是 1000人以上的

大型企業。如果要引進厚生年金基金，必須經過勞資雙方的同意，而且給付

至少應該超過厚生年金保險給付的 1.3倍。在厚生年金基金體系中，企業允

許將厚生年金保險中比例報酬（薪資相關）的部分讓厚生年金基金代行（亦

即「委外」）。此一代行的部分，主要有兩個重要的意涵：第一，沒有代行

的部分依然是由國家所負責，一旦厚生年金基金破產的話，厚生年金保險被

保險人的給付權利依然可以被確保。第二，避免勞動市場的進一步雙元化，

因為一旦允許大企業可以完全委外的話，大企業便會完全委外，但是中小企

業的勞工必須依賴公共的厚生年金保險（Yeh,	2014）。另外，適格年金與厚

生年金基金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厚生年金基金代管一部分厚生年金的年金

基金，因此在稅制上享受較多的優惠，而適格年金沒有代管的部分，必須繳

納 1%的法人稅和 0.173至 0.207%的地方居民稅；不過適格年金相對來說，

其基金操作比較簡單，運用上也比較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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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企業年金的制度化與擴張（表 1和表 3），並非是單純勞工運

動和抗爭的結果，而是如比較資本主義所說的，是行動者解決技術形成與資

本形成的經濟協調問題的制度資源。透過 DB制企業年金及其他雇用慣行制

度，協助企業與勞工建立長期穩定的勞雇關係，作為勞工願意參與以企業為

核心的技術形成體系的制度性誘因；同時，藉由交叉持股與以銀行為基礎的

金融體系，讓DB制企業年金體系可以作為（內部）資本累積的工具。然而，

此一體系卻進一步制度化了日本勞動市場的二重構造：一方面，是在大企業

中享用傳統雇用慣行制度的核心勞動者；另一方面，則是中小企業中的（非

核心）勞動者，他們並不一定會被納入傳統的雇用慣行制度中，且面臨相對

較高的勞動市場風險（尾高煌之助，1984）。雖然在高度經濟增長的時期中，

此一二重構造並非是嚴重的議題，因為快速經濟成長可以支撐日本的全面就

業策略，使得不論是核心或是非核心勞動者都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所得與就

業保障（Gao,	2001）。但是，此一二重構造所形成的勞動分化，卻進一步分

化了勞動團結的基礎。因為日本的雇用慣行制度必須依賴經濟和企業的持續

性成長，故核心勞動者的主要利益是成長導向（growth-minded），而被納入

國家與企業的發展聯盟中；至於非核心勞動者則是傾向高度重分配的公共福

利政策（Gao,	2001;	Song,	2014;	安周永，2013）。因此，當日本資本主義遭遇

經濟自由化、人口老化以及泡沫經濟崩潰的結構挑戰時，亦使勞動市場的二

重構造外顯化，導致企業年金體系改革呈現雙元化的趨勢。下文即是要說明

此一論點。

肆、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改革—邁向雙元化

1980年代末期之後，經濟自由化以及人口結構轉變的壓力加劇，同時也

使得日本泡沫經濟崩潰，而進入失落的十年。不同於自由化的觀點，本文指

出日本在面臨經濟困境時，受到勞動市場二重構造及勞動分化的限制，反而

採取雙元化策略，不僅維持一定比例的核心勞動者以維持其資本主義的比較

制度利益，同時增加非核心勞動者的比例，使得勞動市場更加彈性化，以適

應全球競爭市場。而其企業年金的改革則是延續此一雙元化策略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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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制度化：2001年企業年金改革

戰後，日本以大型企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二重構造的勞動市場

體系（尾高煌之助，1984），此一制度遺緒卻限制了日本資本主義在面臨經濟

自由化時的回應策略。對勞工而言，二重構造所形成的勞動分化，依賴經濟

體系持續成長的核心勞動者偏好維持既有的社會經濟優勢以及就業安全；但

是，面臨自由化所帶來的勞動市場風險的非核心勞動者，卻希望能夠建立將

風險社會化的普及式福利體系。對企業而言，為了維持其比較制度競爭優勢，

故不願意採取完全自由化的改革策略。對國家而言，採取完全自由化的改革

策略將會引起大量的社會性錯置，而造成社會抗爭。因此，日本資本主義在

面臨經濟自由化的困境時，便沿著既有的二重結構，採取雙元化的策略，而

企業年金的改革與實施即是在此一雙元化策略中所進行的制度性調整。

1985年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之後，日本經濟結構被迫進一步進

行自由化的改革，而且也導致了 1980年代泡沫經濟的崩潰（Vogel,	2006）。

如同上述，日本資本主義體系是建立在長期穩定的金融體系之上，並以交叉

持股或是以主銀行體系建立長期穩定的融資關係，因此能夠盡量避免來自股

東追求短期利潤的壓力，協助經濟行動者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以追

求穩定的「持續性成長」而非短期利潤（Aoki,	1988;	Sheard,	1994）。但是，

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日本開始一連串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措施，14使得企

業的資本開始有越來越高的比例是來自於直接性資本，如股票市場（Isogai,	

2012）。15此一自由化發展，使得以往可以免於追求短期利潤壓力的日本企業，

開始回應股東追求短期利潤的要求，進而採取彈性化措施以為應對（Isogai,	

14		 	包括 1995年日本與美國達成協議，允許國外金融機構操作年金基金，且鬆綁債券交易及
跨國的金融服務；1996年的金融革新計畫更是被視作日本版金融體系的 Big	Bang，其中
包括國外匯率市場的開放、共同基金、年金和信託市場的去管制化（Kushida	and	Shimizu,	
2013;	Vogel,	2006）。

15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日本企業的資金開始越來越多是來自於直接性資本，同時越來越少依
賴來自銀行的借貸。1960年，債務—資產比約為 30%左右，1970年代中期升至將近
40%，但是在 2008年時，已經下降到 25%。另一方面，資本—資產比，則是在同時間從
25%上升至 42%（Isogai,	2012: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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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Schaede,	2008;	Vogel,	2006;	Yamada	and	Hirano,	2012）。

然而，經濟結構的再組織化與改革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社會錯置以

及政治衝突（Zysman,	1983:	53）。在日本二重構造體系中，大型企業與核心

勞動者形成一結構化利益團體的政治聯盟，使得經濟體系的結構性改革成為

不可能。首先，核心勞動者必須依賴企業持續性成長以保障其就業安全，特

別是在面臨經濟危機時，核心勞動者最主要的政策偏好即是維持其就業安全

（Conrad,	2012;	Emmenegger,	2014;	Lindvall	and	Rueda,	2014;	Nijhuis,	2013;	

Rueda,	2007）。因此，諸如汽車產業和電子產業的工會便特別關注就業安全的

議題，但是全國性的勞工團體，如連合（日本労働組合総連合会，簡稱「連

合（Rengo）」）16則是更注意到非典型勞工的問題（Song,	2014;	日本労働組

合総連合会，2015）。此外，企業必須依賴核心勞動者維持比較制度利益，

以維持其全球市場中的利基（Conrad,	2012;	Song,	2012;	2014）。再者，對於

政府，最重要的考量是避免改革引發大規模的失業問題與政治衝突，而造成

政府合法性的問題。因此，日本並沒有採取大規模的勞動市場自由化措施，

而是採取了雙元化策略維持其資本主義結構的比較利益，同時也希望避免大

規模的失業。

雙元化策略，係指為了維持其資本主義結構在全球市場中的比較利益及

相對應之生產策略，資方依然維持一定比例由企業技術形成體系所培養出來

的核心勞動者，但另一方面，則是將部分低技術的勞動者改由非典型勞工取

代，以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與柔軟化，進而適應經濟自由化。1995年時，

日經連在《新時代的日本經營—挑戰的方向與具體策略（新時代の「日本

的経営」—挑戦すべき方向とその具体策）》報告中就清楚明白地說明了此

一策略（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1995）。日經連指出未來勞動力應該要區分

為三類：（1）長期蓄積能力活用型（核心勞動者）：亦即傳統藉由企業內部的

技術形成體系所培養出來的勞工，因此企業願意提供穩定的雇用合約，並讓	

16		 	1989年 11月 12日，日本四個主要的工會系統（總評、同盟、新產別、中立勞聯），加上
官方的公務員工會組織，統合而成兩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日本労働組合総連合会與日
本全国勞工組合連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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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適用於年功序列體系（薪資與升遷）；（2）高度專門能力活用型：指擁有

特定專業能力的勞工，應由外部勞動市場獲得，並給予以能力表現為基礎的

薪資體系；以及（3）雇用柔軟型：即勞務工作是可以讓非典型勞工（派遣或部

分工時）負責的勞工，同樣可從外部勞動市場獲得。同時日經連更進一步指

出，傳統的雇用慣行制度，包括終身雇用、年功序列體系和優渥的企業福利

應該僅適用於長期蓄積能力活用型的核心勞動者，因為他們的技術是透過企

業內的技術形成體系所累積而成的；而從外部勞動市場獲得的高度專門能力

活用型及雇用柔軟型勞工則必須依賴公共福利，因為，雇用柔軟型勞工本身

即是為了用來讓勞動市場更加彈性化，並讓企業降低勞動成本。

此一雙元化策略，基本上避免了日本資本主義結構的根本性革新，不僅

使得政府可藉由避免大量失業以維持其政治合法性，企業也能夠維持其比較

制度利益。同時，此一策略也意味著企業將經濟自由化的成本外部化給國家

及中小企業和非核心勞動者。

在此一雙元化策略下，日經連認為核心勞動者的比例應該逐漸下降到

70%，甚至更低，但是依然維持一定的比例（Miura,	2012;	日本経営者団体連

盟，1995）。因此，在此一策略下，日本勞動市場開始自由化（見表 2），且

規模越小的企業，非典型雇用的比例越高。一方面，核心的正規勞工，其技

術養成是透過企業內的技術形成體系，且享有傳統日本雇用慣行規範，呈現

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1985年的 83.6%下降到 2014年的 62.6%；另一方面，

可從外部勞動市場獲得的專業及非典型勞工的比例則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從

1985年的 16.4%上升到 2014年的 37.5%。非典型勞工多集中在女性，比例

遠高於男性。此外，根據厚生労働省（2015）的調查顯示，規模為 1000人

以上的企業，在 2014年時，核心勞動者的比例為 69.3%，也就是日經連當

初所認為的比例；但是，規模為 999人以下的企業，正社員的比例已經降到

63%以下，其中，299人以下的企業更是都低於60%。因應此一雙元化策略，

企業也開始引進不同的雇用制度，包括非典型的雇用契約，以及將過去的年

功序列體系轉變為以能力和表現評定的薪資與晉升體系（或是結合兩種）

（Conrad,	2010;	2013;	The	Huffington	Post,	2014;	日經中文網，2014）。

另一方面，原本的企業年金制度在經濟困境及勞動市場彈性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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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日本雇用型態的人員組成

總計 男性 女性

正規

職員

部分

工時

臨時

契約

勞工

派遣

勞工

正規

職員

部分

工時

臨時

契約

勞工

派遣

勞工

正規

職員

部分

工時

臨時

契約

勞工

派遣

勞工

1985 83.6% 12.5% 3.9% 　 92.6% 3.3% 4.1% 　 67.9% 28.5% 3.6% 　

1990 79.8% 16.3% 3.9% 　 91.2% 4.7% 4.1% 　 61.9% 34.5% 3.6% 　

1995 79.1% 17.3% 3.7% 　 91.1% 5.2% 3.7% 　 60.9% 35.5% 3.7% 　

2000 74.0% 22.0% 3.3% 0.7% 88.3% 8.0% 3.4% 0.3% 53.6% 42.1% 3.1% 1.2%

2005 67.4% 22.4% 8.1% 2.1% 82.3% 8.6% 7.6% 1.5% 47.5% 40.7% 8.9% 3.0%

2010 65.7% 23.3% 9.2% 1.9% 81.1% 9.0% 8.6% 1.2% 46.2% 41.2% 9.9% 2.7%

2011 64.9% 23.8% 9.4% 1.9% 80.2% 9.6% 9.0% 1.4% 45.6% 41.9% 10.0% 2.6%

2012 64.8% 24.1% 9.4% 1.7% 80.3% 9.5% 9.0% 1.3% 45.5% 42.4% 9.8% 2.4%

2013 63.3% 25.4% 9.0% 2.2% 78.8% 10.5% 9.1% 1.7% 44.2% 43.9% 9.0% 2.9%

2014 62.6% 25.7% 9.5% 2.3% 78.2% 10.5% 9.6% 1.7% 43.3% 44.3% 9.3% 3.0%

資料來源：日本労働組合総連合会，2015。

下，也面臨許多問題。1990年代的經濟困境使得企業紛紛關閉適格年金及

厚生年金基金，企業年金基金數量因而紛紛下跌（見表 3）。首先，當初設

立適格年金時，並無單獨立法，而是以修改稅制的方式鼓勵企業設立適格年

金，因此適格年金並沒有獨立的法源，故資方即便關閉適格年金基金或是不

維持最低的基金儲備數額，都不會面臨任何罰則（西成田豊，2009；新川敏

光，2005）。換言之，對於勞工而言，企業年金的年金權是無任何保障的。

其次，當初適格年金的制度設計主要著重於協助企業與勞工建立長期穩定的

勞雇關係，因此往往都不具有可攜帶性。然而，當勞動市場彈性化成為必須

面對的問題時，企業年金的可攜帶性亦變成重要的議題。

厚生年金基金同樣也在經濟困境下紛紛關閉。就規定而言，厚生年金基

金的最低基金投資報酬率是 5.5%，但是實際上在 1989～2003年這段期間，

其平均報酬率僅有 2%（Conrad,	2011）。因此，1990年代時，日本政府將最

低投資報酬率降低為 4.5%，且同時降低厚生年金基金的最低儲備數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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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日本各類企業年金制度數量（1968–2015）

厚生年金基金 適格年金 DB—契約型 DB—基金型 DC—企業型 DC—個人型

1968 305 34,737 — — — —

1973 853 60,244 — — — —

1978 945 57,001 — — — —

1983 1,025 64,008 — — — —

1988 1,194 74,423 — — — —

1993 1,735 92,467 — — — —

1998 1,858 85,047 — — — —

1999 1,832 81,605 — — — —

2000 1,801 77,555 — — — —

2001 1,737 73,582 — — 70 153

2002 1,656 66,741 15 0 361 7,481

2003 1,357 59,162 168 148 845 13,672

2004 838 52,761 484 508 1,402 21,737

2005 687 45,090 834 596 1,866 32,234

2010 588 8,051 9,436 608 3,705 74,752

2011 577 — 14,373 612 4,135 85,159

2012 560 — 14,085 607 4,247 98,710

2013 531 — 13,694 602 4,434 114,245

2014 444 — 13,282 601 4,635 132,609

2015 256 — 13,042 619 4,964 158,061

資料來源：企業年金連合会（2012;	2016）。

低於此一數額，也允許企業用股票或是債券等金融商品去補貼其厚生年金基

金的虧損，可惜成效都不佳，故即便法律不允許，企業依然紛紛關閉厚生年

金基金（見表 3）。因此，日本經團連（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簡稱「経団連

（Keidanren）」）發表聲明，希望能夠允許企業將厚生年金基金代行的部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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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還給國家（稱為代行返上）（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1997）。

在這些考量下，當時的厚生省（1996）發表了《厚生年金基金制度研究

會報告書》，內容包括如代行制度的改革方向、企業年金給付設計、年金權

的保障，以及財務和基金管理方面等的建議。在此報告之後，資方團體包括

經團連和經濟同友會（経済同友会，簡稱「同友会（Doyukai）」）都分別提出

相關的政策建議。經團連所提出的建議是希望能夠降低企業年金的成本（如

廢除特別法人稅）、讓企業年金的基金操作更為彈性化與多元化、給付水準

彈性化、導入 DC制的年金制度、企業年金的財務狀況應該公開透明、確保

企業年金的可攜性，以及設立企業年金制度轉換的通算方式（日本経済団体

連合会，1996a;	1996b）。同友會則是更為著重公私年金之間的整合，並且認

為公共年金應該盡可能往最低保障的方向邁進，而厚生年金報酬比例的部分

應移入企業年金（経済同友会，1997）。之後，不論是經團連或是同友會，立

場基本上類似，都提出導入 DC制企業年金，以及讓企業年金基金的財務透

明化、操作管理更為彈性化與多元化的建議（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1998；

経済同友会，2000）。簡單地說，資方團體對於企業年金改革的要求是沿著雙

元化策略，希望能夠引進 DC制的企業年金體系給予來自外部勞動市場的專

業和非典型勞工，以降低其勞動成本，並使得企業年金具有高度的可攜性；

同時，也希望能夠藉由更為彈性化與多元化的企業年金基金的操作管理，促

進金融市場的活化。

然而，在日本的二重構造體系中，勞工團體對企業年金改革的意見並不

一致。核心勞動者在面臨經濟困境時，最主要的政策偏好為就業安全（Con-

rad,	2012;	2013;	Emmenegger,	2014;	Gao,	2001;	Song,	2014），而此必須建立在

企業持續性成長的基礎上。企業工會一般認為企業年金改革會直接涉及企業

生產成本的問題，而對企業存亡有所影響，危及其就業安全，故希望能夠藉

由同意資方團體的企業年金改革方案，交換對於就業安全的保障，且如果企

業年金制度要從DB制轉換到DC制時，應該經過工會的同意（Conrad,	

2011:	3059–3060）。不過，企業工會對企業年金改革的立場是與全國性的日

本労働組合総連合会不一致的，因為全國性的連合必須同時考慮到專業與非

典型勞工的利益，故對於企業年金改革的建議，連合認為不應該引進 DC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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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年金、應該要維持受給者的給付水準及保障勞工的企業年金權，並提出

企業年金基金的財務狀況和管理應該完全透明化、責任也要明確化（邱祈

豪，2009）。基本上，連合希望維持既有的企業年金體系的基本架構，同時保

障勞工的企業年金權。不過，在雙元化策略之下，企業是希望能夠盡可能地

將專業與非典型勞工的福利成本外部化給國家，透過公共福利體系保障其經

濟安全。因此，連合對於公共福利與年金的立場是相對較為積極的，對於企

業年金改革則是相對消極的（Yeh,	2014），故並沒有對企業年金改革造成明

顯的影響。

在當時新企業年金方案的討論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點是大藏省預計於

2001年 4月引進新的國際會計標準。這主要是為了解決適格年金、厚生年

金基金及退職金的財務分別採用外部基金儲備與內部帳面儲備的方式，且許

多企業在企業年金和退職金的基金儲備上往往不足額的問題（西成田豊，

2009:	328）。17因此，1998年，大藏省在企業會計審議會中提出有關退職給

付債務處理的意見書，即是要處理這兩個問題，希望能夠引進新的國際會計

標準，讓企業年金的財務問題能夠浮現並獲得解決（企業会計審議会，

1998）。基本上，在新的國際會計標準實施之前，企業年金未來的支出並不

需要被登記在企業財務收支表中；但是實施之後，未來預期的企業年金支出

都應該被登錄在財務收支表中的退職給付債務。對於以銀行借貸為主要資金

來源之一的日本企業而言，該項措施將會直接影響企業表現的評估，因為公

司負債將會大幅上升（Katsumata,	2004）。而這更進一步支持資方希望企業年

金轉變成為 DC制企業年金的立場，加速了新企業年金法的引進。

2000年1月時，《確定提撥企業年金法（確定拠出年金法）》即送至國會，

但是被否決。因此，三大資方團體（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日本経営者団体

連盟、日本商工会議所）以經團連提出的意見為基礎，除了重述其政策立場

之外，又發表聯合聲明，希望能夠盡快通過企業年金的立法（日本経済団体

連合会，2000a;	2000b）。同年 9月，資方團體（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日本

17		 	在 2000年時，根據官方的統計，當時調查的 1388個企業，企業年金基金儲備的缺額總共
為 14.4兆日圓，因此每個勞工的平均缺額為 42.1萬日圓（西成田豊，2009: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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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営者団体連盟、日本商工会議所和経済同友会）與自民黨幹部召開確定拠

出年金早期成立決起大会（西成田豊，2009:	329），隨即在 2001年 6月通過

《確定提撥企業年金法》。而《確定給付企業年金法》的草案送進國會後，也

於 2001年 6月通過。

二、邁向雙元化：新企業年金體系的實行

2001年，日本通過了《確定給付企業年金法》和《確定提撥企業年金

法》。確定給付企業年金主要是希望將舊有的企業年金體系現代化，因此允

許企業從財務收支表中移除大部分的年金支出負債，並且促進企業年金基金

由以往的帳面儲備轉變成為外部基金。因此，確定給付企業年金能讓企業降

低年金成本，同時也能保障勞工的企業年金權，以及將厚生年金基金代行的

部分重新還給政府。確定給付企業年金主要分為兩種方案，規約型和基金

型，但也允許混合╱現金平衡模式。18規約型與原本的適格年金類似，將

在 2012年時完全取代適格年金，無需最低參加人數；基金型則是與厚生年

金基金類似，但卻有最低 300人的人數限制。

確定提撥企業年金，號稱日版的 401K計畫，主要分為企業型和個人型，

目的都是希望藉此降低勞動成本，以及將風險外部化給個人。個人型主要是

提供給自營業者、農民等第一類被保險人，以及無任何企業年金且年齡低於

60歲的厚生年金保險被保險人；企業型主要是提供給受雇者（第二類被保

險人）。不論是個人型或是企業型，其年金基金都必須交由合格的銀行及保險

公司來管理與操作。換句話說，退休的財務風險完全移轉到個人（Katsu-

mata,	2004）。

在 2001年兩個企業年金法通過之後，日本的年金體系結構如圖 2所

示。第一層為基礎年金，基本上，涵蓋所有日本國民，其給付為定額給付。

18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的年金管理風險與責任主要是由資方負責，不過可以透過混合╱現金平
衡模式讓風險與責任變成由資方和勞工共同負擔。在此一計畫中，每位勞工都有一個名目

帳戶，每個月資方會登錄固定比例的薪資，並且每年會有利息給付，未來年金給付的水準

則視年金基金投資情況而有所不同，但是企業必須保障最低的給付水準（Katsumata,	200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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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日本年金體系結構

第二層年金主要是作為受雇者的職業類別的所得相關公共年金，因此第一號

被保險人（自營業者與農民）及第三號被保險人（第二號被保險人的被撫養

配偶）並沒有第二層公共年金。在 2015年之前，私部門的勞工主要參加厚

生年金保險，而公部門則是參加共濟年金保險體系；2015年之後，《受雇者

年金一元化法（被用者年金一元化法）》通過，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合併為厚

生年金體系（圖 2中的灰色部分）。第三層，即是本文所論之企業年金的部

分。在 2012年適格年金停用之後，企業年金僅有四個部分，分別是確定提撥

企業年金體系、確定給付企業年金體系、厚生年金基金及國民年金基金。由

此可以發現日本的年金體系逐漸從以往的社會保險年金體系，轉變為多層年

金體系。公共年金體系逐漸地一元化，包括基礎年金和所得相關的公共年金

部分；企業年金體系則有不同的選擇，但總體而言是呈現雙元化的趨勢。

通過新企業年金法之後，新制的確定給付和確定提撥企業年金制度大幅

增加，不論是計畫數量或者涵蓋人數（見表 3與圖 3）。雖然新企業年金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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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DC制企業年金，且 DC制企業年金的計畫數量和涵蓋人數大幅地增加，

但是並沒有像自由化觀點所言，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將會大幅地以 DC制企業

年金為主而呈現自由化的趨勢。相反地，日本新企業年金法實施之後，受其

二重構造體系的限制，呈現出雙元化的趨勢，亦即 DB制企業年金依然維持

一定的比例，給予核心勞動者，而 DC制則是給予非核心勞動者。這一點不

同於瑞典、英國等國家。西方許多福利國家在進行企業年金改革之後，引進

DC制的企業年金，雖然同時也保留 DB制的企業年金體系，但 DC制企業

年金的重要性及涵蓋率卻大幅增加，DB制企業年金的涵蓋率則是大幅減少

（Bridgen	and	Meyer,	2011;	2014;	Lindquist	and	Wadensjö,	2011;	Sass,	1997）。

在雙元化策略之下，一方面，企業必須維持一定比例的核心勞動者（亦

即長期蓄積能力活用型勞工）以維持其比較制度利益，因此必須透過日本既

有的雇用慣行制度，包括長期雇用、年功序列體系、優渥的企業福利體系，

協助企業與勞工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勞雇關係，以解決技術形成的經濟協調問

題。故對於企業而言，DB制企業年金即成為一種制度資源。另一方面，企

業面臨經濟自由化的結構性轉變時，也需要透過勞動市場彈性化來適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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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市場，因此企業從外部勞動市場以非典型的工作型態雇用高度專門能力

活用型和雇用柔軟型勞工（Conrad,	2011;	2012;	2013;	Song,	2014;	日本経営者

団体連盟，1995；安周永，2013）。對於企業而言，這些來自外部勞動市場

的勞動力是為了降低勞動成本及增加彈性化，因此傾向提供 DC制企業年金

給來自外部勞動市場的勞工，以降低勞動成本和將退休風險轉移至個人，同

時制度可攜性使其能夠適應勞動市場彈性化。

於是，沿此雙元化策略，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呈現了雙元化的趨勢。基本

上，相對於大企業，中小企業的財政能力較弱，對生產成本更為敏感，而必

須依賴更加彈性化的勞動市場，因此往往會雇用更多的非典型勞工（Con-

rad,	2012;	Mares,	2003;	Song,	2014）。事實上，這一點，從厚生労働省（2015）

針對日本勞動市場就業多樣性型態的調查實況中也可以發現：1000人以上的

企業，有七成的比例是正社員，有三成的比例為非正社員；而 999人以下的企

業，則是有六成或者更低的比例為正社員，而有四成或以上的比例為非正社

員。當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資本更加充足，且在以企業為核心的技術形成

體系中，就必須透過 DB制企業年金體系提供足夠的制度誘因，讓勞工願意

投資以企業為基礎的技術類型，來維持其比較制度利益（Busemeyer,	2009;	

Conrad,	2012;	Estévez-Abe,	2008;	Estévez-Abe	et	al.,	2001;	Mares,	2003）。因

此，日本大企業為了維持其比較制度利益，讓核心勞動者可以持續留在企業

中，願意投資以企業為基礎的技術類型，往往會提供 DB制企業年金體系，

而不會完全將過去的 DB制企業年金體系轉變成以 DC制為主。表 4顯示不

同的企業規模在提供 DC制企業年金之外是否還有提供其他的企業年金制。

新企業年金法實施十年之後，在 2011年時，1000人以上的大企業除了 DC

制企業年金之外，還提供 DB制企業年金的比例將近七成；而此比例到了

2014年時，仍有 65%左右。換句話說，大企業並沒有完全或是大幅地將

DB制企業年金轉變成 DC制企業年金。

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因為經濟自由化而必須採取更彈性的雇用關係，使

得就業型態開始更為多樣化（非典型化），因此中小企業非典型勞工的比例

遠高於大企業（厚生労働省，2015）。為了降低 DB制企業年金所帶來的勞動

成本及調適就業型態彈性化的趨勢，中小企業開始採取具有攜帶性且成本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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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 DC制企業年金。表 4顯示 99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在 2011年時，有將

近四分之三僅提供 DC制企業年金。2014年時，299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僅提

供 DC制企業年金的比例上升，其中 99人以下的企業，甚至超過九成都僅

提供 DC制企業年金而已。由此可以發現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雙元化趨勢。

表 4：除了 DC制企業年金之外，是否附加其他企業年金

2011

總計 99人以下 100–299人 300–999人	 1,000人以上

厚生年金基金 2,576 1,297 859 343 77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2,669 827 611 666 565

適格年金 388 139 110 94 45

私校共濟年金 10 3 4 2 1

厚生年金基金╱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239 50 57 88 44

厚生年金基金╱

適格年金
105 33 32 28 12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適格年金
34 9 4 10 11

無其他企業年金
10,419
(63.38%)

6,854
(74.4%)

2,213
(56.89%)

999
(47.8%)

353
(31.86%)

總計 16,440 9,212 3,890 2,230 1,108

2014

總計 99人以下 100–299人 300–999人	 1,000人以上

厚生年金基金 2,737 1,388 900 362 87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3,232 1,046 712 795 679

私校共濟年金 18 8 6 3 1

厚生年金基金╱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286 65 71 103 47

無其他企業年金
12,479
(66.55%)

8,334
(90.47%)

2,530
(65.04%)

1,166
(52.29%)

449
(35.55%)

總計 18,752 9,212 3,890 2,230 1,263

資料來源：企業年金連合会（20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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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雙元化的趨勢，也可以從表 5中看出（厚生労働省，2004;	2008;	

2011;	2015）。19表 5顯示，核心勞動者，亦即正社員，在企業年金和退職金

制度上的適用比例都遠高於非核心勞動者，特別是退職金制度。退職金制度

是一典型的 DB制企業年金，也是日本傳統企業年金體系的一環，可見日本

企業都還是希望提供 DB制企業年金給核心勞動者，讓他們能夠累積以企業

為基礎的技術，成為企業的比較制度利益的一環。但是，非核心勞動者在退

職金制度的適用比例上就低很多，僅有一成左右的非正社員可以享有企業所

提供的退職金制度；同樣地，也僅有 5～7%左右的非正社員能享用企業所

提供的企業年金制度。換句話說，非核心勞動者與核心勞動者在企業年金

上，呈現一個雙元化的趨勢。

小結：面臨經濟自由化與困境時，日本戰後資本主義的二重結構性限制

了其回應策略。一方面，在經濟自由化及遭逢危機時，勞動分化被外顯化，

分立了核心勞動者和非核心勞動者的政策利益與策略；另一方面，企業與國

家都不願意採取激進的改革策略，以避免全面性地瓦解既有的資本主義結構

及造成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因此，日本採取雙元化策略以增加其經濟體系的

彈性化，同時也維持其比較制度利益。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制度改革即是沿

著此一雙元化策略來進行，而呈現出雙元化的趨勢：一方面，DB制企業年

金給予核心勞動者（長期蓄積能力活用型勞工），解決技術形成和資本形成

表 5：不同就業型態在企業年金和退職金制度的適用比例

企業年金 退職金制度

正社員 非正社員 正社員 非正社員

2003 34.0% 6.9% 74.7% 11.4%

2007 29.7% 5.3% 78.0% 10.6%

2010 30.7% 6.0% 78.2% 10.6%

2014 29.9% 5.0% 80.6% 	 9.6%

資料來源：厚生労働省（2004;	2008;	2011;	2015）。

19		此部分主要是針對勞工所做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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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協調問題，並藉此維持其比較制度利益；另一方面，DC制企業年金

給予來自外部勞動市場的高度專門能力活用型和雇用柔軟型勞工，以增加企

業的彈性化。因此，日本雖然引進 DC制企業年金，但並沒有呈現完全的自

由化趨勢，而是呈現了雙元化的趨勢。

伍、結論—自由化？雙元化？

面臨經濟自由化時，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是否如自由化觀點所稱，呈現出

自由化的轉變呢？本文以比較資本主義觀點為基礎，指出面臨經濟自由化與

困境時，行動者受制於日本二重構造體系而採取雙元化策略，使其能夠同時

維持比較制度利益，並增加勞動市場彈性化。日本資本主義的二重構造起源

於戰前為了解決技術形成及資本形成的問題，而戰後到 1980年代之間，此一

二重構造被進一步制度化。戰後，因為高度經濟成長可以支撐日本的全面就

業策略，讓二重構造的內部勞動分化問題得以被消弭或是內隱化。

但是，當面臨經濟自由化與困境時，此一勞動分化的內在矛盾即外顯

化。就勞工而言，核心勞動者在面臨經濟困境時，最重要的核心政策利益即

是保障其就業安全，而非核心勞動者則是希望能夠將風險社會化。但是，對

於企業與國家而言，全面性地改革既有的制度會造成社會抗爭及比較制度利

益的消逝。受到既有資本主義結構的限制，日本採取了雙元化策略：一方

面，維持一定比例透過企業內的技術形成體系所培養的核心勞動者，他們依

然享有傳統日本雇用慣行規範，作為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比較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則是增加非典型勞工的比例，但主要是依賴公共福利，以增加企

業的彈性化，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制度變遷即是沿著

此一雙元化策略來進行。日本企業年金體系在 2001年引進新的 DB制和 DC

制企業年金。DB制企業年金依然主要提供給核心勞動者，與其他雇用慣行

制度作為制度資源，協助企業與勞工建立長期穩定的勞雇關係，以解決其技

術形成的問題；而 DC制企業年金則是給予非典型核心勞動者及中小企業勞

工。因此，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是逐漸呈現雙元化的趨勢，而非自由化。

就日本企業年金改革的經驗而言，當福利國家面臨經濟自由化與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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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結構轉變時，不見得會如自由化觀點所言，逐漸地透過給付的削減和私

有化等措施，讓福利國家最終呈現自由化的聚合（Gilbert,	2002;	Lechevalier	

ed.,	2014;	Orenstein,	2008;	Streeck,	2009）。相反地，福利國家如何回應結構

轉變，端視其制度結構，特別是資本主義結構。因此福利國家之間，不僅採

取不同的回應策略與改革路徑，同時也呈現不同的制度結果（Hall	and	Sos-

kice,	2001;	Palier	and	Thelen,	2010;	Thelen,	2014）。如英國、美國與瑞典等多層

年金體系的福利國家，在企業年金改革上即是大幅度地往 DC制傾斜（Brid-

gen	and	Meyer,	2011;	Lindquist	and	Wadensjö,	2011;	Sass,	1997），而本文中的

日本卻呈現了雙元化的趨勢。

最後，本文想提出兩個在本研究中無法深究的理論議題以供未來討論。

第一，勞工之間的分立。過去權力資源理論（power	resource	theory）假設勞

工一致支持福利政策的偏好及團結，是解釋福利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但

日本勞工在企業年金政策的偏好與福利國家如何回應經濟自由化兩方面卻是

不一致的：其中大企業的核心勞動者偏好穩定的就業安全，因此願意接受

DC制企業年金；但是中小企業勞工及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卻偏好 DB制企業

年金和公共福利議題（Song,	2014;	安周永，2013）。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與分

析此一勞動分立，以及其對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乃是本文無法

深入，也是未來研究應該繼續探討的理論議題。

第二，長期而言，日本企業年金體系是否依然會呈現雙元化的趨勢呢？

其傳統的雇用慣行體系是否能夠一直維持呢？這個問題，雖然目前無法回

答，但是制度變遷的理論指出制度微幅的修改，不論是透過功能性的改變

（conversion）或者是維持既有的制度再附加其他制度（layering），都可能造

成制度邏輯在未來逐漸地改變（Pierson,	2004;	Streeck	and	Thelen,	2005;	

Thelen,	2004）。日本企業年金改革是制度加層化的體現，維持 DB制企業年

金，但加了一層 DC制企業年金。此一制度變遷的方式將會形成制度缺口，

讓企業可以將企業年金從 DB制轉為 DC制。事實上，近來有許多日本企業

開始廢止或大幅修改其年功序列體系，改以績效主義為主，包括 Sony、本

田、日立和 Panasonic等（The	Huffington	Post,	2014;	日經中文網，2014），這

意味著日本傳統雇用慣行制度已經逐漸產生質變的效應。單從統計數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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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表 3和圖 3也顯示 DC制企業年金的比例越來越高。另外，2017年日本

通過確定提撥企業年金法的修正案，允許個人不論是否已有參加其他企業年

金制度，都可以參加個人型的確定提撥企業年金，預計此一修正案，將會大

幅增加 DC制企業年金的比例。因此，就長期而言，日本企業年金體系的制

度邏輯是否會改變並邁向自由化，是需要進一步觀察的。

最後，在政策實務上，日本企業年金改革提供了臺灣一個相當具有參考

價值的經驗。基本上，臺灣的勞工退休金在 2005年之後便轉以DC制為主，

過去 DB制的勞退金舊制，不僅領取給付的人數少，而且新制開始之後，絕

大多數企業都改以新制的個人帳戶制為主（葉崇揚，2016）。從葉崇揚

（2016）的文章中可以發現，臺灣企業與社會對於企業年金的想像，是將企

業年金視為反經濟成長的政策措施；本文則指出，對於日本企業而言，企業

年金本身即是一種制度性資源，可以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措施之一，也可以

作為其資本形成的政策工具。因此，在年金改革成為臺灣社會的核心議題之

際，我們對於年金政策的認知，不應該只停留在年金政策僅是保障老年經濟

安全的措施，同時，也應該擴展我們的想像，將年金視為一種制度性資源，

可以解決經濟協調、人力資本及資本形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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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	introduced	the	Defined-Benefit	Corporate	Pension	Act	and	Defined-
Contribution	Corporate	Pension	Act	in	2001.	Did	this	liberalise	Japan’s	corporate	
pension	system?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Capitalism	Perspectiv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Japan	adapted	the	dualist	strategy	due	to	its	institu-
tional	legacies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and	difficulties.	On	the	
one	hand,	a	portion	of	core	workers	are	maintained	for	comparative	institu-
tional	advanta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DB	corporate	pensions	are	provided	
for	core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mber	of	non-regular	workers	is	
increasing	to	increase	flexibility	and	reduce	labour	cost,	and	they	usually	rely	
on	DC	Corporate	pensions	and	public	welfare.	Ther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corporate	pension	system	is	dualisation	rather	than	liber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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